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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劳动在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与共情疲劳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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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情绪劳动在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与共情疲劳间的中介效应,为管理者制订缓解共情疲劳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5年8-12月,选取13个省市25所医疗机构574名安宁疗护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

表、职业丧痛量表、情绪劳动量表、共情疲劳量表进行调查,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情绪劳动、共情

疲劳总分依次为37.00(30.00,43.00)、46.00(42.00,52.00)、56.00(49.00,61.00)分。职业丧痛、情绪劳动、共情疲劳呈两两正相

关(均P<0.05)。情绪劳动在职业丧痛与共情疲劳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24.65%。结论
 

安宁疗护护士的共情疲劳

处于中等水平,情绪劳动是职业丧痛及共情疲劳的中介变量。管理者应重视安宁疗护护士的职业丧痛,从优化情绪劳动策略角度

实施干预,进而减轻共情疲劳,以促进安宁疗护护士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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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labor
 

between
 

professional
 

bereavement
 

and
 

compassion
 

fatigue
 

among
 

hospice
 

care
 

nurses,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interventions
 

to
 

alleviate
 

nurses'
 

compassion
 

fatigue.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From
 

August
 

to
 

December
 

2025,
 

a
 

total
 

of
 

574
 

hospice
 

care
 

nur-
ses

 

from
 

25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across
 

13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were
 

recruited.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a
 

demo-
graphic

 

questionnaire,
 

the
 

Professional
 

Bereavement
 

Scale,
 

the
 

Emotional
 

Labor
 

Scale,
 

and
 

the
 

Compassion
 

Fatigue
 

Scale.
 

Media-
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al
 

labor.Results
 

The
 

participants'
 

total
 

scores
 

of
 

professional
 

bereavement,
 

emotional
 

labor,
 

and
 

compassion
 

fatigue
 

were
 

37.00(30.00,43.00),
 

46.00(42.00,52.00),
 

and
 

56.00(49.00,

61.00),
 

respectively.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among
 

professional
 

bereavement,
 

emotional
 

labor,
 

and
 

com-
passion

 

fatigue
 

(all
 

P<0.05).Emotional
 

labor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rofessional
 

bereavement
 

and
 

compassion
 

fatigue,
 

accounting
 

for
 

24.65%
 

of
 

the
 

total
 

effect.Conclusion
 

The
 

compassion
 

fatigue
 

among
 

hospice
 

care
 

nurses
 

is
 

at
 

a
 

medium
 

level.
Emotional

 

labor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bereavement
 

and
 

compassion
 

fatigue.Nursing
 

manag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ofessional
 

bereavement
 

among
 

hospice
 

care
 

nurses
 

and
 

implement
 

targeted
 

interventions
 

focusing
 

o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to
 

reduce
 

compassion
 

fatigue
 

and
  

promote
 

nurs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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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宁疗护是为生命终末期患者及其家属提供症

状控制与人文关怀的全人照护模式[1]。当前,我国人

口深度老龄化加剧与慢性病负担持续加重,安宁疗护

需求不断增加,对安宁疗护护士的专业胜任力与心理

调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2]。长期照护临终患者,护
士频繁暴露于死亡与丧痛情境中,需持续投入高强度

情感,职业性情感消耗使其成为共情疲劳的高风险人

群[3]。共情疲劳是指助人者在反复接触他人创伤与

痛苦后出现的身心耗竭状态[3],不仅损害护士身心健

康,还可能降低临床决策能力与照护质量,甚至引发

职业倦怠并加剧人力资源流失[4]。研究显示,职业丧

痛与共情疲劳关系密切[5]。职业丧痛是护士因反复

经历患者死亡,在情绪、认知及生命意义感知层面形

成的累积性哀伤体验与改变[6-8]。患者离世,护士与

患者之间的情感联结中断,造成情感资源的直接损

耗。与此同时,护士需进行情绪调节与表达控制,呈
现符合职业期望的情感状态,这一过程即为情绪劳

动[9]。相较于一般临床护士,安宁疗护护士的情绪劳

动强度更高,增加共情疲劳的发生风险[10]。依据资

源保存理论[11],个体具有获取、维持和保护核心资源

的基本动机,其心理压力源于资源的实际或潜在损

失。职业丧痛是安宁疗护工作中不可避免的资源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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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来源,而情绪劳动在应对这一损失、保护剩余资源

的过程中,会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最终导致情感资

源枯竭,表现为共情疲劳。目前研究多关注职业丧

痛、共情疲劳、情绪劳动两两之间的关系[6,12],缺乏对

三者作用路径的系统阐释。因此,本研究基于资源保

存理论,构建并验证情绪劳动在职业丧痛与共情疲劳

间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期为制订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

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5年8-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
取13个省市(江苏、上海、重庆、安徽、浙江、河南、广
东、青海、山东、海南、河北、天津、广西)25所医疗机

构,从事安宁疗护工作的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①具备护士执业资格证书;②从事安宁疗护工作

时间≥1年;③直接参与临终患者的照护工作,且过

去一年中有照护对象离世的经历;④知情同意并自愿

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病假、产假、事假等不在

岗;②实习、进修、退休以及返聘人员。采用横断面调

查样本量粗略估计法[13],样本量应至少为自变量数

的10~20倍。本研究纳入15个自变量,同时考虑到

10%的无效问卷,所需样本量为167~334,本研究最

终纳入574人。本研究已通过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伦理审批(2025-SR-762)。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团队结合文献自行

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育有子女、学
历、职称、参加安宁疗护工作年限、宗教信仰、月平均

收入、单位等级、聘用形式、是否参加安宁疗护培训、
离职意愿。
1.2.2 情绪劳动量表 采用柏乔阳[14]汉化的量表。
此量表涵盖表层扮演(7个条目)、深层扮演(4个条

目)和真实情绪表达(3个条目)3个维度,共14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
全同意”依次计1~5分。量表总分为14~70分,得
分越高,表明情绪劳动策略的使用越多。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5。
1.2.3 职业丧痛量表 由Chen等[15]开发,用于测

量医护人员的职业丧痛水平。该量表包含短期丧痛

反 应 (Short-Term
 

Bereavement
 

Reactions,PBS-
SBR)与累积性全局改变(Accumulated

 

Global
 

Chan-
ges

 

Subscale,PBS-AGC)2个分量表,可分开单独使

用[16]。本研究着重评估研究对象长期接触死亡病例

后的累积性改变,因此选用AGC分量表。该分量表

包括新的认识(4个条目)、接纳局限(3个条目)、死亡

相关焦虑(4个条目)、患者死亡影响减少(2个条目)
以及患者死亡应对提升(2个条目)5个维度,共15个

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完全没有”至“极
强”依次计0~4分。量表总分为0~60分,AGC评

分越高,表明与患者死亡相关的主观丧痛体验越深

刻。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3[15],本研究

中为0.893。
 

1.2.4 共情疲劳量表 采用陈华英等[17]汉化的中

文版同情疲劳量表,量表包含共情满意、职业倦怠与

继发性创伤3个维度。其中,共情满意反映共情带来

的积极体验;职业倦怠与继发性创伤共同构成共情的

消极层面即共情疲劳[18]。本研究以职业倦怠(10个

条目)与继发性创伤(10个条目)2个维度得分之和作

为共情疲劳的测量指标,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Li-
kert

 

5级计分法,从“从未发生”至“始终如此”依次赋

1~5分。总分为20~100分,得分越高,说明共情疲

劳越严重。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17],
本研究中为0.839。
1.3 资料收集 获取同意后,将问卷星二维码发布

至工作群组,同时对问卷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予以详

细说明。调查对象表示知情同意后,通过扫描二维码

完成匿名填写。将问卷所有条目设置为必答题以避

免漏填。并限制每个IP地址仅能填写1次,避免重

复作答。回收611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37份,最终

有效问卷574份,有效率为93.94%。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描

述及分析。变量间的差异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
检验和 Kruskal-Wallis

 

H 检验。采用Spearman相

关性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使用SPSS软件Process
 

4.1检验中介效应,Bootstrap重复抽样次数为5
 

000
次,95%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具有统计

学意义。双侧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安宁疗护护士情绪劳动、职业丧痛和共情疲劳

得分 见表1。
表1 安宁疗护护士情绪劳动、职业丧痛和共情

疲劳得分(n=574) 分,M(P25,P75)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情绪劳动 46.00(42.00,52.00) 3.29(3.00,3.71)

 表层扮演 23.00(21.00,27.00) 3.29(3.00,3.86)

 深层扮演 13.00(12.00,15.00) 3.25(3.00,3.75)

 真实情绪表达 10.00(9.00,12.00) 3.33(3.00,4.00)
职业丧痛 37.00(30.00,43.00) 2.47(2.00,2.87)

 新的认识 12.00(9.00,15.00) 3.00(2.25,3.75)

 接纳局限 8.00(6.00,10.00) 2.67(2.00,3.33)

 死亡相关焦虑 8.00(5.00,10.00) 2.00(1.25,2.50)

 患者死亡影响减少 4.00(2.00,5.00) 2.00(1.00,2.50)

 患者死亡应对提升 5.00(4.00,6.00) 2.50(2.00,3.00)
共情疲劳 56.00(49.00,61.00) 2.80(2.45,3.05)

 职业倦怠 30.00(28.00,33.00) 3.00(2.80,3.30)

 继发性创伤 25.00(21.00,30.00) 2.50(2.10,3.00)

2.2 安宁疗护护士一般资料及共情疲劳的单因素分

析 574名安宁疗护护士,女566名,男8名;年龄19~
54(33.97±6.55)岁。婚姻状况:非在婚(含未婚、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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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153名,已婚421名。学历:研究生及以上20名,
本科517名,大专及以下37名。月平均收入:<5

 

000
元57名,5

 

000~<10
 

000元309名,10
 

000~15
 

000
元168名,>15

 

000元40名。375名育有子女;91名

有编制;有宗教信仰者25名。医院等级:三级446
名,二级68名,一级45名,基层15名。研究结果显

示,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育有子女、学历、
月平均收入、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否编制、不同等级医

院的安宁疗护护士共情疲劳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均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

2。
表2 安宁疗护护士共情疲劳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人数
共情疲劳

[分,M(P25,P75)]
Z/Hc P

职称 15.301 <0.001
 初级 207 58.00(51.00,63.00)

 中级 281 55.00(49.00,60.00)

 高级 86 53.00(47.00,61.00)
安宁疗护工作年限 7.501 0.024
(年)

 1~<6 100 59.00(50.25,63.00)

 6~10 153 56.00(50.00,62.00)

 >10 321 55.00(48.00,60.00)
参加安宁疗护培训 -2.927 0.003
 是 340 55.00(48.25,60.00)

 否 234 58.00(50.00,63.00)
离职意愿 -3.146 0.002
 有 34 60.00(56.00,64.25)

 无 540 56.00(49.00,61.00)

2.3 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情绪劳动及共情疲劳的

相关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安宁疗护护

士职业丧痛与情绪劳动呈正相关(r=0.322,P<
0.001),共情疲劳与职业丧痛呈正相关(r=0.271,P<
0.001)、与情绪劳动呈正相关(r=0.265,P<0.001)。
2.4 情绪劳动在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与共情疲劳

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

检验量表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情绪劳动、职业

丧痛、共情疲劳这3个量表的所有条目进行未旋转因

子分析。结果表明,共提取出10个特征值大于1的

公因子,第1个公因子的解释变异率为21.61%,低于

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本研究以职业丧痛总分为自变量,情绪劳动总

分为中介变量,共情疲劳总分为因变量,控制协变量

职称、安宁疗护工作年限、是否参加安宁疗护培训、离
职意向。回归诊断结果显示,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

子(VIF)为1.020~1.809,提示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

性问题;Durbin-Watson检验值为1.584,接近2,表
明残差相互独立;标准化残差图与正态概率图显示残

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且无明显异方差趋势。采用

Process
 

4.1中的 Model
 

4检验中介效应,并通过

Bootstrap法,中介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中介效应模

型见图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情绪劳动在职业

丧痛对共情疲劳的作用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职业丧

痛对共情疲劳的总效应为0.288,直接效应为0.217,
中介效应为0.071,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中介

效应占总效应的24.65%。见表4。
表3 情绪劳动在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与共情

疲劳间的中介模型检验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P

共情疲劳 职业丧痛 0.373 0.139 18.396 0.288 7.753 <0.001
情绪劳动 职业丧痛 0.402 0.161 21.830 0.294 9.979 <0.001
共情疲劳 职业丧痛 0.413 0.171 19.436 0.217 5.494 <0.001

情绪劳动 0.240 4.620 <0.001

图1 情绪劳动在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和

共情疲劳间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3 讨论
3.1 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情绪劳动、共情疲劳现

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处于中

度水平,高于临床护士[16]与肿瘤心理学家[19]。可能

是因为安宁疗护护士在工作中频繁面对患者离世,且
投入高强度情感,其丧失体验更为直接,丧痛反应也

较普通临床科室的护士更强烈。肿瘤心理学家多接

受过系统心理干预理论与自我调节技能训练,能有效

识别和疏导丧痛情绪。而安宁疗护护士专业训练侧

重照护技能与人文关怀,缺乏职业丧痛专项心理调节

培训,丧痛体验更突出。本研究显示,新认识维度条

目均分最高,表明安宁疗护护士在反复接触死亡的过

程中,对生命和职业有了新的理解,但这种认知并不

强烈,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安宁疗护管理者应

重视职业丧痛的评估,不应仅将其视作负面体验,而
需协助护士识别并进行转化,可通过反思性写作提升

护士应对患者死亡的能力,借助哀伤支持小组缓解其

与死亡相关的焦虑,并促进护士将相关认知转化为更

具韧性的职业成长,从而降低职业丧痛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安宁疗护护士情绪劳动处于中

等水平,可能因为安宁疗护护士常面临患者难以缓解

的躯体痛苦、死亡事件及家属哀伤等特殊压力情境,
为维持专业形象、满足多方情感需求,需持续高强度

地调节自身情绪[20]。本研究显示,真实情感表达维

度条目均分最高,反映出安宁疗护护士在与患者情感

融洽的状态下,能自然关怀患者,无需过度情感伪装。
提示管理者应引导安宁疗护护士识别理解自身情绪

反应,通过培训使其具备选择适配情绪劳动策略的能

力,以维护心理健康、提高照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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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情绪劳动在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与共情疲劳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项目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95%CI

下限 上限

效应占比

(%)
总效应 职业丧痛→共情疲劳 0.288 0.037 0.215 0.361 100.00
间接效应 职业丧痛→情绪劳动→共情疲劳 0.071 0.019 0.036 0.110 24.65
直接效应 职业丧痛→共情疲劳 0.217 0.040 0.140 0.295 75.35

  本研究结果显示,安宁疗护护士共情疲劳处于中

等水平,可能是因其处于高度紧张的情绪环境,目睹

患者痛苦、挣扎与死亡及家属创伤性心理反应,持续

暴露于负性生活事件易引发继发性创伤压力,导致生

理和心理多维度情感损耗[21]。此外,护士因与患者

痛苦近距离接触、反复直面死亡场景以及围绕死亡与

患者进行持续沟通,面临共情疲劳的风险。提示安宁

疗护机构及管理者应重视护士的职业心理健康,从组

织层面阻断资源损耗路径,构建系统的心理健康监

测、预警与支持体系,帮助护士及时补充耗竭的心理

资源,降低共情疲劳风险。
3.2 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情绪劳动、共情疲劳的

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职业丧痛与情绪劳动

呈正相关(P<0.05),提示职业丧痛水平越高,情绪

劳动水平也越高。患者死亡会引发安宁疗护护士一

定程度的丧痛反应,但紧凑的工作节奏往往不允许其

充分处理这类情感。护士常在患者离世后即刻投入

新的照护工作,被迫采取回避或压抑哀伤的策略。这

种被现实打断的哀伤处理过程,迫使护士付出额外的

情绪劳动以维持专业胜任状态[22]。Chan等[23]将这

一状态描述为情感应对策略,并指出护士对患者的照

护参与度越深、丧痛反应越强烈,所需投入的情绪劳

动强度就越大。
本研究结果表明,职业丧痛与共情疲劳呈正相关

(P<0.05)。有研究指出,助人者若反复共情他人的

创伤或丧失经历,会因付出关怀而产生代价,进而导

致共情疲劳[24]。安宁疗护护士在践行全人照护理念

时,常常会深度共情患者的痛苦体验,因患者死亡产

生的哀伤反应,在反复经历死亡事件的过程中不断累

积,形成多维度的职业丧痛。当丧痛反应超出个体的

心理调适能力时,会逐渐消耗其情感储备,削弱共情

能力,最终转化为共情疲劳[25]。由此可见,安宁疗护

护士若长期处于丧痛事件中且缺乏支持,可能陷入情

感耗竭。
本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劳动与共情疲劳呈正相关

(P<0.05),与张惠利等[26]的研究结果相符。在安宁

疗护工作中,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当安宁疗护护士面

对患者离世、家属悲痛等负面情境时,需要承担管理自

身丧痛情绪以及向家属表达慰藉的双重任务,因而需

要进行大量的情绪调节[27]。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

型[28],安宁疗护护士频繁压抑或伪装情绪以维持专业

形象,会加速情绪劳动的资源消耗过程。当内外情绪

不协调会引发情绪耗竭,进而增加共情疲劳的发生风

险。
3.3 情绪劳动在安宁疗护护士职业丧痛与共情疲劳

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显示,安宁疗护护

士的职业丧痛对共情疲劳具有直接正向效应(P<
0.05)。同时,情绪劳动在职业丧痛与共情疲劳之间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P<0.05),占总效应的24.65%。
研究显示,安宁疗护护士在患者死亡后普遍会出现中

度及以上的丧痛反应,若不及时进行疏导,可能会发

展为职业倦怠和共情疲劳[29]。长期处于临终情境

中,容易产生负性情绪,消耗心理资源,进而导致共情

能力下降和情感耗竭[3]。根据资源保存理论[11],职
业丧痛会消耗护士情绪资源,为弥补损失、满足工作

情绪表达要求,他们需投入额外心理资源进行情绪劳

动,导致新一轮资源流失。一旦形成恶性循环,个体

心理资源枯竭便会出现情感麻木、共情能力下降等共

情疲劳表现。因此,管理者需重视情绪劳动在职业丧

痛与共情疲劳产生中的相互作用。同时,建立制度化

情绪疏导空间,在患者离世后给予护士心理调适时

间,而非强制其立即投入后续工作。此外,从优化情

绪劳动策略角度实施干预,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

等培训,引导护士采用合适的情绪劳动策略,减少情

绪失调和心理资源消耗。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安宁疗护护士的职业丧痛与共

情疲劳水平存在正向关联,情绪劳动在职业丧痛与共

情疲劳间起部分中介效应。护理管理者需重视安宁

疗护护士职业丧痛的评估与疏导,并加强对其情绪劳

动策略的引导与培训,以降低共情疲劳水平,促进安

宁疗护护士的心理健康。本研究局限性:采用横断面

设计,无法验证变量间的时间顺序与因果关系,未来

需采用纵向研究进一步验证该模型;此外,安宁疗护

护士的情绪劳动在职业丧痛与共情疲劳间仅产生部

分中介效应,且占总效应的比例偏低,这提示除情绪

劳动外,职业丧痛与共情疲劳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如

心理弹性、组织支持感等中介变量,后续研究可基于

资源保存理论框架进一步探索多元中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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